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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内陆地区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基本态势，指出部分内陆地区大城市正在面临发展科创产业的历史性机遇，初步具备了孕育科创产业的科技资源与经济基础，但也普遍存在创新氛围不浓、创新投入不足、缺少科创企业和创新配套服务机构等问题。接着，提出构建内陆科创中心城市的机制与路径，即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形成以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创新动力源，以科创企业为龙头，以一流的法律、会计、审计、信息服务、融资机构为中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并与发达国家及沿海地区紧密互动以获得创新溢出效应。最后，提出在构建内陆科创中心城市时，应注意避免过度投资、重复投资、经济金融化等现象，实现包容性发展。
关键词：内陆地区；科创中心城市；协调发展；机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0/F292/F293.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building a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city in inland regions
Li Yingdong ; Xing Yingzi ; Qiu Hao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710049）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forming the center c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inland area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ome big cities in inland areas are facing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have initially obtain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basis to nurture th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innovation atmospher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lack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d supporting service institutions.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inland cities, that is, to build a system and policy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m a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with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the innovation power sour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s the leader, and first-class law, accounting, audit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inancing institutions as the intermediary.Moreover, close interac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astal regions is needed to capture innovation spillovers.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avoid excessive investment, repeate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land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cities, so as to achieve inclu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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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如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放缓，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正在攀升；沿海与内陆经济分化趋势正在显现，一些内陆城市成为人口、资金流出的收缩型城市。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信息技术、数字产业等新兴经济部门崛起、科技创新加速的新趋势，中产阶级队伍明显壮大，消费升级趋势日益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正在形成，创新企业与创新城市竞相出现，大数据、物联网、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新经济形态、新商业模式异军突起，为传统产业赋予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科技创新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社会活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传统产业的有机融合，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些沿海地区大城市正在成为科创中心城市，科创中心城市将成为创新创业的基地、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极与科技进步的源泉。那么，面对经济结构转型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新格局，内陆地区的若干大城市能否成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借助知识溢出效应、辐射效应带动中西部创新发展？这一问题对于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内陆地区大城市成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与条件

1.1 科创中心城市的定义与特征
学术界尚未对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形成共识。相关概念包括创新城市、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中心、技术成长中心、创意城市等[1]。Landry指出创新型城市拥有开放的思想、多元化与宽容性、独立的个性、可达性、弹性及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以及基于本地性的全球化导向等内涵特征[2]。2001年，联合国提出“技术成长中心”的概念，指的是“众多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和风险投资集聚在一起的地区”[3]。杜德斌将“科技创新中心”定义为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大，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并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4]。本文认为，科创中心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拥有适宜的创新环境与充裕的科技文化资源，科技创新活动活跃，在区域经济中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与知识外溢效应，是创新企业与人才发育、成长的平台和基地。
Florida提出评价创新型城市的三大主要指标：人才、技术和包容性[5]。Sasaki提出构建创新城市的条件，即具备让艺术家、科学家、工人和手工业者共同参与创新的城市系统；具备支持科学和艺术创新的大学、研究机构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支撑产业发展和宜居的空间和环境；具备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配套制度，以及有利于创新的金融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制度等[6]。国内学者关于科创中心城市的测量标准，一般构建包括投入产出实力、科技研发潜力、经济支撑潜力等因素为一级指标，以及包括更具体的二级、三级指标在内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7-8] 。
1.2 新时代内陆大城市面临发展科创产业的历史性机遇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在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社会后，科技创新产业以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及结构升级关键因素与核心动力。由于创新具有明显的集中化与集群趋势，只有提升大城市的创新能力、经济活力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城市的吸引力、舒适度与便利性，推动创新企业、研究性大学与创意产业发展，在特定城市形成科创区域、科创城市或科创中心城市，构建创新网络，发挥科创中心或科创城市的创新枢纽、知识溢出与辐射带动功能，才有利于实现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加快现代服务业与新兴产业发展，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赢得新时代的竞争机遇。
在国际上，纽约、东京、旧金山、波士顿等著名大湾区城市群已成为全球性科创中心。中国正在致力于将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打造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将北京打造为全国创新中心，杭州等沿海大城市也争相建立成为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9]。但与此同时，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许多发达国家城市的重化工业部门逐步衰落，传统产业衰败与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导致底特律、曼彻斯特、莱比锡、米兰等老工业城市接连出现企业破产、制造业工人失业、产能过剩、债务攀升、社会冲突加剧等问题[10]。近十年来，中国内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收缩性城市，这些城市同样出现了传统重化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人口外流、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上升、民间经济部门投资意愿低迷、城市缺乏活力、经济增速下滑等现象。如果内陆大城市不能适应经济与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通过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附加价值和地区经济活力；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延缓与制止本地生产与经营成本上升的趋势，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甚至边缘地位，导致人才进一步流出，成为收缩性城市。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分化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新格局，中国内陆地区的大城市能否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持续增长？能否形成科创资源与创新企业集聚的科创中心城市？如果可能，在内陆地区形成科创中心城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能否通过区域性科创中心城市带动内陆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内陆大城市似乎并不具备沿海大城市成为科创中心城市的有利区位与人文条件。内陆大城市人均GDP相对不高；市场前景广阔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意产业发育较晚，规模较小，涉足有限；科技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平衡，结构也不尽合理。中西部城市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产业布局与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有关，也与传统工业化模式追求产值与规模的惯性有关，因而在短期内难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需求。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了战略纵深与国家安全的需要，缩小沿海与内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共享发展与协调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城市进行了大量投资与建设，在内陆地区形成若干制造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与人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已经初步形成发展科创产业的要素禀赋，基本上具备发展科创产业的条件。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正在面临成为科创中心城市的历史性机遇。
1.3若干内陆地区大城市已具备发展科创产业的基本条件
首先，近年来，沿海地区大城市地价、房价持续上涨，职工工资随之攀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与运营成本明显提高，从而在客观上使聚集经济效应显著、市场辐射范围较广、科教资源集中而生产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若干内陆大城市获得了发展科创产业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机遇。内陆大城市拥有一大批生产能力较强，职工素质较高，但技术、管理、营销水平与前沿领域存在相当差距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较大的学习和追赶空间，具备较为明显的后发优势与追赶潜力。
其次，一些内陆大城市已形成孕育科创产业的制造业平台与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致力于实现区域平衡发展，通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三线建设等战略规划，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了不少工矿业城市；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又推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试图改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通过长期的投资、建设与改革，内陆地区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制造业基础、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大城市。
如成都、武汉、重庆、西安、合肥、长沙等大城市，已形成颇具规模与层次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基本上具备了发展科创产业的产业基础。以长沙市为例，长沙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工程机械之都，总部位于长沙的三一重工是世界级的工程机械企业，中联重科也是全球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不仅如此，近年来，长沙还创造了包括“天河”超级计算机、国内首台3D烧结打印机等重要科研成果。
再次，一些内陆大城市已初步汇聚与形成发展科创产业的市场规模、人才基础、社会资源、科技资源。不仅拥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不少具有先进技术能力的制造业企业，还拥有全国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与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符合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其科技创新的组织体系、保障体系与配套设施也初具规模。
如西安市是我国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和科研中心，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等一流的科研机构，吸引了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三星、美光、杨森等国内外著名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成都虽然地处四川盆地，与国内外中心市场与科技文化中心距离较远，但也拥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吸引英特尔等外资企业在成都设立生产与研发中心，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截止到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285家落户成都。重庆则通过电子行业的全产业链招商引资，通过集群发展模式聚合国内外资源形成产业虹吸效应，成为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吸引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京东方等电子行业的全球知名企业在此投资。经过数十年的创业、发展与改革，这些内陆大城市已展现出具有令人瞩目的创新活力。2020年，在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的十八个城市中，内陆城市占到了7个，其中武汉、西安、成都、重庆分别位居全国第7、8、9、11位（见图1）。


图1： 2020年国内主要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
数据来源： csmar数据库；各地知识产权局
1.4 一些大城市逐步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与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增长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努力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科技创新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新时代，不少地方政府开始为创新而竞争[11]。在竞争中，一些内陆大城市正在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府行为模式，为发展科创产业提供了有益的激励机制。近年来，中央政府将技术创新指标纳入了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在“向上负责”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12]。例如，成渝地区规划的“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已现雏形，陕西也正在建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1.5 内陆地区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大幅改善
近年来，中国内陆地区的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地铁等交通网络日臻完善，互联网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与技术手段被广泛使用，不仅降低了交通、通信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和潜力，扩展了企业的市场交易网络与信息网络，也为内陆大城市的科创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克服区位与地理环境的障碍，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信息、社会基础设施与有效的渠道。
	
2 内陆地区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短板与劣势

与国内外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内陆地区大城市在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短板与劣势。
2.1 内陆地区普遍缺乏鼓励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内陆地区大城市往往属于老工业城市，尽管拥有充裕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等人力资源储备，在某些领域已形成较强的生产能力。但是，内陆大城市普遍存在长期农业社会历史形成的追求稳定、安逸、厌恶风险的文化氛围；以及工业化时代重生产、轻服务，重视有形产品制造、轻视市场需求的产业习性，企业和员工对求新、求变、高风险的创新产业普遍缺乏认知和适应能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不健全，与科创企业、科研机构尚未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的有机体系。政府也缺乏对创新创业的规划、引导与服务意识，对初创科技企业认定、服务、支持不足，甚至习惯用一系列限制性规则与政策对待新生的企业和产业。内陆地区缺乏创新创业的文化与制度环境，成为制约科创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2.2 内陆大城市的创新投入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
从2020年主要大城市R&D投入的绝对值来看，内陆城市远低于广州、上海、苏州等沿海城市。从R&D投入强度来看，内陆城市除西安市超过5%，其余城市均较低，但西安市产学研合作的深度仍有待提高。从R&D人员全时当量来看，我国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东北和西部地区人才流失加剧。

表1:2020年部分大城市R&D投入与R&D投入强度
	城市
	2020年R&D投入
（亿元）
	2020年R&D经费投入强度
（%）

	北京
	2326.6
	6.44

	上海
	1615.7
	4.17

	深圳
	1510.81
	5.46

	广州
	774.84
	3.1

	苏州
	761.59
	3.78

	杭州
	578.8
	3.59

	成都
	551.4
	3.11

	重庆
	526.8
	2.11

	南京
	515
	3.48

	西安
	506.06
	5.05

	天津
	485
	3.44

	长沙
	340
	2.8

	郑州
	276.7
	2.31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年鉴
2.3 内陆地区大城市缺少科创企业的集聚
尽管内陆地区大城市具有相当规模和层次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但是普遍缺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生命科学等创新产业，新兴经济部门发展不充分，创新产业与科创企业产值在区域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内陆大城市拥有的科创板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远少于沿海科创中心城市。如2021年北京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中西部所有城市的总和（见图2）[13]；截止 2021年12月，仅苏州就拥有科创板上市企业31家，远高于西安、成都、武汉等内陆大城市（图3）。内陆大城市普遍缺少创新产业与科创企业的产业集群，从而难以引发创新产业集聚的资本投入，难以分摊巨额的新型基础设施与创新公共平台的成本。

图2：中国部分城市独角兽企业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36氪研究院）


图3：国内主要城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截至2021.12）
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
2.4 内陆地区大城市缺少高水平创新配套服务机构
内陆地区大城市不仅缺乏高水平的市场导向型科技创新企业，缺少孵化、培育与投资创新活动的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机构；也缺少服务科创企业的审计、会计、法律、咨询、评估等一流水平的法人服务机构。内陆大城市不仅缺乏高水平科创企业及服务机构的布局，更缺少发展创新产业所需的交易所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顶级人才资源。本地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对创新产业的培育、识别、投资、管理、运营与控制能力。

3 构建内陆科创中心城市的机制与路径

3.1 以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与政策环境
竞争性市场是科技创新的风向标和价值源泉，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信息和激励机制，引导和激励科创活动的探索、转型与深化。但是，科技创新往往具有风险大、周期长、资金密集、缺少连续性等特点，内陆城市的企业普遍缺少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投资的经验与承担风险的能力，政府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政策引导是一个地区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那些创新驱动增长的国家以及那些国家的一些地区（如硅谷），在财富创造中，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和管控者，还是关键的参与者，而且通常更勇敢、更愿意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14]。因此，内陆大城市政府应当树立对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引导与服务意识，大力孵化、催生新生科技企业和产业，减少与清除不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障碍与隐性政策壁垒，鼓励有潜力的科创企业发展。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促进技术市场与科创产业发展的交易规则与监管规则，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与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和制度体系。
地方政府还可以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信息成本；建立全方位的交通网络，便利沟通国内外市场；大力发展与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投、风投、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为科创产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支持与投入力度；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契约与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等问题上，发挥政府的监管、协调和公正执法的职能。只有通过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通过创新型企业、研究性大学、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等公私部门的共同参与、试错和投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才能发挥各类主体的创造性和发展潜力，培育与形成创新文化的土壤与根基，形成推动科创产业发展的动力、合力和向心力，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与政策环境。
3.2 打造以科创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
科创中心的形成依赖于对不同创新资源的系统性整合，即建立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组织间的协同和合作，分享信息和资源，加快隐性知识的传播速度，以便实现共同优化及个体难以单独实现的高水平发展。内陆大城市应以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为创新动力源，以世界级科创企业为龙头，在国际一流的法律、会计、审计、信息服务、融资机构等综合服务机构的支持下，打造便利、舒适、宜居的人文环境，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将制造能力、科教资源与创新企业有机结合，将人才、资源优势与制造业基础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科技创新优势，促进生产、科研与市场活动的协同发展，发挥创新生态系统的作用，是内陆地区发展科创产业的核心内容。

[image: ]
图4 内陆大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3.2.1 以全球性科创企业为龙头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在创新活动与价值创造中处于中心位置。但内陆地区大多数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对全球市场需求与科技变化趋势不敏感，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引入全球性科创企业，可以弥补本地企业对全球市场与科技前沿控制力的不足，大大提升本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如惠普进入重庆后，重庆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重要生产基地。三星、华为与比亚迪在西安的投资，为西安构建“硬科技”之城奠定了基石。有了科创型大企业，就会有相关的配套与服务企业，带动本地现有企业加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3.2.2 培育与形成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等创新动力源
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造和创新的源泉，也是原创技术的关键来源。世界四大湾区经济腾飞的一个制胜法宝就是拥有高水平的大学集群。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重要策源地的美国硅谷模式，汇集了数以万计的技术专业人士，以及大量的头部企业和风投机构[15]。内陆大城市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内陆地区创新发展的枢纽，例如，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是合肥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关键因素。当前，内陆研究性大学与科研机构要改变围墙意识与贵族心态，主动与本地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形成政产学研用合作联盟，发挥其与国际学术前沿机构的纽带联系，带动本地产业部门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重视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是内陆城市建设重点产业链，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重要举措。
[bookmark: _Hlk84823696]3.2.3 汇聚法律、会计、审计、信息服务等国际一流的创新服务机构
除了创新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内陆大城市科创产业发展还需要国际一流服务机构的支撑，包括能够为企业提供高水平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高效、专业、诚信的会计、审计、咨询机构，能够大规模采集、传输、存储、整理和分析数据的信息服务机构，众创空间、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催化模式，保障创新体系的稳健运行。
3.2.4 构建促进科创产业发展的融资体系
内陆地区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早期投资机构发育不足，金融结构简单，模式单一，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对市场风险的过度规避现象，不利于中小微企业科技企业顺利融资。政府应支持与鼓励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科技金融公司发展，建立健全包括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基金、风投、创投、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体系。
3.2.5 营造高便利性、宜居的人文环境
格莱泽（Glaeser）认为，除了技能（Skill）和城市蔓延（Sprawl），“阳光”（Sun）等舒适物也是触发创新的核心因素[16]。创新城市或创新区域需要为创新型人才的办公、居住、生活及娱乐提供良好的平台，在规划、运营时考虑资源与服务的整合，兼顾创新区域的产业载体和服务功能。然而，我国的一些内陆开发区在建设过程中，将生产和服务功能割裂开来，形成封闭孤立、单调沉闷的“工业园区”。当前，内陆大城市不仅要发展科技产业，还要通过营造舒适、便利、宜居的人文环境，加速内陆地区城市从工厂厂区所在地到多功能创新城区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转变。内陆大城市应优化城市的治理水平与人文环境，提供人才住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提高就医、教育与通勤的便利性，培养创新性人才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3与发达国家及沿海地区的科创中心城市形成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在全球化阶段，开放创新是大趋势，也是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必经途径。内陆城市可发挥区位节点优势，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知识生成、成果转化、价值创造和共享，强化对区域内外的创新溢出效应[17]，内陆大城市应积极发展与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促进远距离、跨区域的学术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活动。利用发达国家与沿海科创中心城市发展科创产业的制度、政策、专利、技术、诀窍，生产服务业的经验与渠道，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确立内陆地区大城市的科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独特定位，成为全球知识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4 构建内陆科创中心的基本原则与注意事项

4.1在重点发展特色、科创产业的同时形成多层次产业体系，避免重复建设与过度投资
内陆地区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进程中，必须防止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避免重复建设与过度投资、无效投资。在政府补贴下形成的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不仅可能增加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可能造成企业对本地政府的补贴与扶助依赖，不利于提高本地企业的实际竞争能力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从内陆大城市的实际条件出发，有重点、有选择的发展科创产业，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创新产业集群，与原有产业构成互补、配套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合理分工与错位竞争，逐步融入国际、国内市场，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形成密不可分的体系，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的本地产业体系，是新时代内陆地区大城市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
首先，内陆大城市可以重点发展富有本地特色或优势的科创产业。贵阳市就是通过发展大数据产业，在这一新兴领域集中用力，形成了有特色、有市场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产业。贵阳并不属于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城市，也不具备大规模、全方位发展科创产业的人才、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如果以贵阳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实行全面科技赶超，必然会出现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的情形，基于此，贵阳政府另辟蹊径，通过重点发展大数据产业，成为中国著名的大数据中心，吸引了包括高通、腾讯、阿里巴巴等全球著名企业在本地投资或建立分支机构。
其次，注重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是内陆大城市的主要经济成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内陆大城市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更应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升级，尤其要实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推动渐进式、适应式创新，才能实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创新。
第三，内陆地区大城市要处理好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系，避免头重脚轻、顾此失彼，使各类产业协调共生、相互促进。作为大城市，必然存在较大的经济规模与多种经济形态，不仅要实现传统经济部门转型升级，又要具有发展多种类型新兴产业、科创产业的冲劲。然而，面面俱到、平均用力不仅不能产生聚集效应与竞争优势，还会导致资源浪费与重复投资。内陆地区大城市可以借鉴深圳市的经验，处理好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系，与国际与国内其他地区形成良性的分工关系。将本地支柱产业作为目前的主导产业与基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球和全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点，其中的某一类或某些产业也可以打造为本地重点发展的产业；至于未来产业，则具有探索性和实验性，可以研究与尝试参与，不宜盲目大规模推广和实施。处理好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系，合理确定当前与未来产业、主导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次序、步骤与重点，值得内地大城市研究、选择与定位。
4.2 内陆多数地区可以与科创中心城市形成紧密联系，获得产业配套机会与知识外溢
内陆的大部分城镇并不会成为科创中心城市，但是，通过融入以科创中心城市为主导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与科创中心城市形成分工、协作与互动，依然可以接受科创中心城市的知识溢出，形成与科创企业相配套、衔接的产业布局。相反，如果太多的地区不顾自身的资源禀赋与能力限制，盲目加入创建科创中心城市的竞赛，必然形成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出现众多的失败地区和失败企业，造成资源错配，拖累银行、风投、地方融资平台等金融机构，加剧投资和债务风险。
4.3 内陆地区大城市也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避免经济金融化现象
近年来，在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甚至在一些内陆大城市，普遍出现了房价过快上涨、工资成本迅速提高、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部门的情形。地价、房价的过快上涨，提高了创新产业的生产与运营成本，推高了职工与居民的生活成本，挤占了创新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金融资源，甚至导致经济金融化与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结构转型进程中出现的严重教训。内陆地区大城市在发展商品房市场的同时，需要规范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通过实施住房双轨制制度，布局好公租房、廉租房等公共住房体系建设，避免房价与租金暴涨对科创产业的挤出与抑制效应。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支持，使有限的资源能够流向产业关联度大、价值增值能力强的科创产业。
4.4 实现包容式发展
科创产业具有胜者为王、赢者通吃的特性，科创产业发展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的不平衡。美国在创新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数城市却在困境中挣扎、停滞不前，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城市化模式[5]。充分发展与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可以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集中投资的损失概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两极分化与城市内部的空间、阶层隔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各类商业保险机构，降低与弥补企业失败的风险。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鼓励员工持股机制。通过多种模式提高企业与员工的预期收益，减少失败的风险与损失，使各类企业和居民轻装上阵，实现创新发展与包容性发展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孙玮瑛：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以江苏实践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2).
[2] Charles Landry. 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 [M].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 Ltd,2000.
[3] 段云龙,王墨林,刘永松.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趋势、建设路径及绩效评价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3):6-16.
[4] 杜德斌，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路径[J].科学发展，2015(1):93-97.
[5]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6] Sasaki M. 2010.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Creative City Theory through a Japanese Case Study. Cities, Vol.27:S3-S9
[7] 沈立、倪鹏飞、王雨飞，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的测度评价与因素分析——基于中国25个主要城市的研究[J].城市观察，2018年第6期.
[8] 毕亮亮,施祖麟.长三角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区域科技创新圈”的构建——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模型的初探[J].经济地理,2008(6):946-951.
[9] 许培源,吴贵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兼论深圳科技创新中心地位[J].中国软科学,2019(05):68-79.
[10]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11] 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0(01).
[12] 卞元超,白俊红.“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一种新解释[J].财政研究,2017(10).
[13] 勒川.疫情难阻新经济的盛放——《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发布[J].中关村,2021(04):46-47.
[14]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创新型政府[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0.
[15] Glaeser Edward L,Kahn Matthew E.“Sprawl and Urban Growth,”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 Henderson J V, Thisse J F, 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M]. 1st ed. Elsevier, 2004(04): 2481-2527.
[16] 李健,屠启宇.创新时代的新经济空间:美国大都市区创新城区的崛起[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0):85-91.
[17] 李福,赵放.创新中心的形成:创新资源的集聚与利用模式[J].中国科技论坛,2018(04):7-14.



作者简介：
李英东（1973-）、男、陕西延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研究；
邢樱子（1998-），女，甘肃庆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创新经济学；
邱浩敏（1997-），女，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

邢樱子（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所在地区：陕西省咸阳市   Xianyang City, Shaanxi Province
通讯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邮政编码：712000
E-mail: 1263836491@qq,com
手机：15884495386
    
基金项目：陕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西安建设全国科创中心的路径研究（2022KRM049） 


2020年国内主要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

北京市	深圳市	上海市	杭州市	广州市	南京市	武汉市	西安市	成都市	青岛市	重庆市	济南市	宁波市	天津市	哈尔滨市	沈阳市	长春市	大连市	63266	31131	24208	17343	15093	14904	14667	11161	10875	8636	7637	5832	5340	5262	3747	3596	3472	2975	
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中国部分城市独角兽企业数量对比

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广州	南京	天津	青岛	成都	西安	济南	重庆	香港	武汉	苏州	常州	合肥	长沙	无锡	东莞	渭南	82	44	25	20	12	11	9	8	5	3	3	3	3	3	3	3	1	1	1	1	1	
独角兽企业数量/个


    国内主要城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

上海市	北京市	苏州市	深圳市	杭州市	合肥市	成都市	广州市	无锡市	长沙市	东莞市	武汉市	南京市	济南市	青岛市	西安市	常州市	昆山市	天津市	55	49	31	28	20	13	12	10	8	8	7	7	6	5	5	5	4	4	4	
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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